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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国际话语权的
国际法路径研究

张康乐

【摘　 　 要】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国际法是国际

法律话语， 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 这意味着， 在国际法语境下， 增

强国际话语权归根结底是要运用国际法扩大国家的影响力。 在当下的国际竞

争中， 可以从国际法实践和国际法学研究这两条路径具体阐述如何增强我国

国际话语权。 在国际法实践方面， 应在兼顾传统国际法议题的同时， 重点关注

新兴国际治理模式， 扩展运用国际法的渠道。 在国际法学研究方面， 应当打破

传统国际法学科内部的领域划分， 以具体国际法律问题为导向展开研究， 为增

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提供理论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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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关乎国际话语权的国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竞争。 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言：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 规则、 法律

之争。”① 国际话语权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国际法问题。
回顾中国的国际法实践不难发现， 我国有很多运用国际法成功维护国家

利益的经验。 比如， １９５４ 年， 中国与印度、 缅甸共同倡导 “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 便是提升中国在国际秩序构建中的影响力的一次成功尝试。 再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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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 年， 联合国大会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明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权利”， 亦是我国通过国际法渠道增强话语权、 维护国家利益的成功范

例。 可以说， 国际法在中国争取和赢得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伟大成就， 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我国与其

他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竞争较之以往更为激烈。 这意味着， 传统意义上仅仅学

习国际法律规则、 懂法守法的做法已不足以支撑国际制度、 规则、 法律之

争， 而是应该积极参与国际造法、 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

时，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亟须明确什么

是国际话语权并阐明国际法与国际话语权的关系， 进而在国际法框架内为增

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 国际法与国际话语权： 一般理论

国际法与国际话语权之间联系紧密是毋庸置疑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 要

“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

权、 安全、 发展利益”。① 然而， 尽管国际法学界对二者的关系有直觉性的

认识， 但是暂未具体阐述什么是国际话语权， 以及国际法和国际话语权的关

系。 本文认为：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国际法是国际法

律话语， 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
（一） 国际话语权概念解析

国际话语权是一个涉及媒体传播、 国际政治、 国际法律秩序等多个领域

的综合性问题。 因此， 包括新闻传播学、 政治学、 国际法学在内的不同学科领

域都关注这一问题。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讨论主要建立在话

语权是国家权利的基础上。 比如， 有学者提出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在国际舞

台上说话的权利”， 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如何通过传播理念、 方式和策略的转

向来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② 值得一提的是， 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相关学者在

强调国家 “权利” 的同时， 也指出了国家 “权力” 对于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影

响。③ 在政治学领域，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 分别支持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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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观” 和 “权力观”。 “权利观” 的支持者认为， 国际话语权是 “以国家利

益为核心、 就国家事务和相关的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① 与之相对应

地， “权力观” 的支持者认为， “话语权不是指是否有说话的权利， 而是指

通过语言来运用和体现权力”。② 在国际法学领域， 随着中国以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的身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国际法学者们也开始频繁

使用 “国际话语权” 这一概念。③ 此外，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 更是引

发了国际法学者对重塑国际法律话语权的呼吁， 以及对中国如何创新话语内

容、 加强话语平台的利用以及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话语积极反馈的思考。④

通过梳理过往有关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可以发现， 尽管不同学科领域关于

国际话语权的表述不尽相同， 但是存在一个共同的认识， 即国际话语权是国

际影响力。 具体而言， 新闻传播学在讨论如何增强国际话语权时， 一般强调

通过文化传播的方法与途径， 比如通过出版产业、 大众媒介等不同渠道加强

国际传播能力。 可以说， 新闻传播学中的国际话语权其实是一个国家在国际

媒体中的影响力。 在政治学的讨论中， 无论是要革新话语的推广方式， 还是

要强化文化建构、 实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抑或是要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

的议题设置能力并深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其核心都是要提升

中国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影响力。⑤ 在国际法学关于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

研究中， 无论是要在网络空间领域或对外援助等事项中增强我国的话语

权，⑥ 还是要提升我国的国际法解释能力、 扩大在规则创设中的影响力， 抑

或欲将中国关于具体国际法律问题的主张写入相关公约，⑦ 归根结底都需要

扩大我国在国际法律秩序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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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际法与国际话语权的关系

在国际法学领域， 虽然学者们频繁使用 “国际话语权” 这一表述， 但

学界尚未明确国际法和国际话语权的关系。 本文认为， 实际上二者的关系

是： 国际法是国际法律话语， 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
１ 国际法是国际法律话语

传统国际法学明确界定了国际法的内涵， 即国际法是适用于主权国家之

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总称。 传统国际法一

般依照 《国际法院规约》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第 ３８ 条

中关于法律渊源的规定来确定国际法的范围， 而这一界定是国际法学科的基

础。 在此基础上， 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拓展了国际法的外延。 比如， 政策定

向的方法将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目标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措施均纳入

国际法的考量范围。 再比如， 历史的方法将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国际秩序和国

际关系纳入国际法的讨论中。 观察以上国际法学方法可以发现， 国际法学与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斗争密不可分。 学者们通过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 围绕如

何理解和解释国际法在国际权力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这些

不同的观点拓展了国际法的外延， 推动了国际法的发展。
国际法外延的不断扩展反映了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国际法与国际政

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际法的这一特点引发了学界的诸多讨论。 其中，
批判国际法学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关系。① 批判国际法学

认为， 国际法与国际政治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正如批判国际法学大家马蒂·
科斯肯涅米 （Ｍａｒｔｔｉ Ｋｏｓｋｅｎｎｉｅｍｉ） 所言， 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区分在现实国

际关系中并不存在， 而只存在于不同领域观察者的认知中。②

批判国际法学在探讨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国

际法是国际行为者进行自我解释和自我辩护的话语。 这一论点借用了语言

学的方法来解释国际法的不确定性问题。③ 具体而言， 科斯肯涅米提出，
国际法的概念、 规则、 原则都是基本的语言单位， 这些语言单位和语言学

意义上的语言是一样的， 可能存在不同解释。④ 正是由于国际法的语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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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存在诸多对立， 国际法律师可以根据其立场选择对立两极中的一

极。① 在国际法律实践中， 国际法语言的二元对立通常表现为用规则来对

抗规则： 一方讲事实， 另一方就讲规范； 一方讲法律规定， 另一方就讲造

法初衷。
批判国际法学不仅用语言学的方法论证了国际法是国际行为者进行自我

解释和自我辩护的话语， 还通过挖掘国际法的历史更进一步指出， 现代国际

法习以为常的基本元素和准则都是由西方霸权国家创立并固化的， 最终形成

了一套话语体系。 批判国际法学关于国际法就是话语的论证， 在思想上受到

了社会科学领域关于话语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研究的启发。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话语

一般指在具体领域 （诸如法律、 教育） 中赋予称谓和意义的实践活动。② 这

一实践活动由权力所有者决定和控制， 并支配该领域中的行为者对其行业的

认知， 最终将固化成权力所有者掌控的权力和其所推崇的意识形态。 米歇

尔·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则跳出具体领域， 以整个社会为观察对象并提

出， 话语是用特定的方式组织知识的实践活动。 这一实践活动确定了什么是

知识以及如何进行交流， 同时通过其界定的知识和交流方式， 反向将话语实

践确立为事实并由此构建社会关系。③ 换句话说， 话语这一实践活动源于具

体历史阶段， 是由历史情境中的权力关系所确立的。 而随着话语实践将符合

这一权力关系的认知固化成知识， 并提出辨识知识的规则是先于话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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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学科对话语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 米歇尔·佩舍 （Ｍｉｃｈｅｌ Ｐêｃｈｅｕｘ）
和戴安娜·麦克唐内尔 （Ｄｉａｎｅ Ｍａｃｄｏｎｅｌｌ） 受路易斯·阿尔都塞 （Ｌｏｕｉｓ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 关于

意识形态及其功用的启发而提出的话语分析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马尔科姆·库特撒德

（Ｍａｌｃｏｍ Ｃｏｕｌｔｈａｒｄ） 基于言语行为理论和社会语言学提出的话语分析， 以及以迈克尔·
斯塔布斯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ｔｕｂｂｓ） 为代表的传统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 在思维和分析框架上全

然不同。 参见 Ｍｉｃｈｅｌ Ｐêｃｈｅｕｘ，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 Ｓｔ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 Ｈａｒｂａｎｓ Ｎａｇｐａ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Ｄｉａｎｅ Ｍａｃｄｏｎｅｌ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８６； Ｍａｌｃｏｍ Ｃｏｕｌｔｈａｒｄ，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８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ｔｕｂｂｓ，
Ｏｎ Ｔｅｘｔ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ｅ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 Ｍａｈｌ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ｔｕｂｂｓ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 Ｔｅｘ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 ：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２００７， ｐ １２７。 国内关于话语的研究受话语分析， 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哲

学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话语分析影响最大。 参见李智： 《再论国际话语权及其提升

路径》， 程曼丽主编： 《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 第 ９ 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２０１ ～ ２０２ 页。
参 见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 Ａ Ｍ Ｓｈｅｒｉｄａｎ Ｓｍｉ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２， ｐｐ １３５ － １４０。



的， 话语就不仅成了客观存在， 而且其固化特定权力关系的政治意图也被掩

盖起来了。 可以说， 在福柯的理论框架中， 话语是权力的手段与工具， 同时

也生产权力。
受社会科学领域关于话语研究的启发， 批判国际法学提出， 固化了殖民

霸权国家权力地位的国际法就是话语。① 国际法这一话语通过赋意， 一边维

系和强化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国际权力关系， 一边削弱和改造与强权意志不

符的国际权力关系。 最典型的例子是欧洲殖民主义者通过战争、 侵略、 奴隶

贸易等方式， 将欧洲对民族国家和社群生活方式的想象推广到了全世界， 并

通过国际法固化了这一想象。 换言之， 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本来有其

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家国认同， 也有诸如朝贡体系等对外关系体系， 与欧洲在

殖民历史中所推崇的以强权竞争与私人占有为核心的国际社会秩序是截然不

同的。 在殖民历史中， 强权国家认可的国家治理方式和国际秩序， 以及构成

国家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基本元素和准则， 以国际法的形式得到了确立。② 这

些基本元素和准则不仅构建了国际社会生活， 而且延续至今并成为全世界普

遍接受的话语体系。
批判国际法学关于国际法是话语的论证对本文颇具启发。 国际法是国际

法律话语， 既包含了白纸黑字的规则， 也包含了这些规则在国际社会生活中

的具体所指及其适用， 更包含了使用这些规则进行斗争和辩护的过程。 同

时， 国际法这一话语本身以及运用这一话语的过程充斥着权力斗争。 正如社

会科学领域相关研究所指出的， 话语一边反映、 维系和强化特定社会权力关

系， 一边削弱、 改造乃至重置另一些权力关系。 国际法这一话语也是强权的

反映， 在维系和强化特定历史阶段确立的国际权力关系的同时， 积极地削弱

和改造着挑战这些权力的其他权力。
２ 国际法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

国际法作为国际法律话语有两个紧密相关的特征： 形式权威性和通用

性。 形式权威性是指国际法的法律形式具有权威性， 即国际法是 “法言法

语”。 条约和国际习惯法这两个形式渊源确立了国际法的范围， 并通过以上

法律形式牢固地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 也正是基于其法律形式， 国际法成为了不同传统、 文化和制度的国家

之间通用的法律话语， 即具有通用性。 国际法的形式权威性和通用性决定了

这一国际法律话语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 之所以这么说， 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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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ｉｄ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２６ （１）， ２０１３， ｐｐ ７ － ４８。
参见 Ｍａｒｔｔｉ Ｋｏｓｋｅｎｎｉｅｍｉ， Ｔｈｅ Ｇｅｎｔｌ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１８７０ － １９６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点原因。
第一， 基于国际法的形式权威性， 国际法为国家谋求增强话语权提供了

形式上的保障。 也就是说， 各个国家平等地享有国际法上的基本权利， 且都

能用国际法发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建立 “国际经济新秩序” 的

尝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汇兑系统和以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为基础的国际

贸易体系主要服务于经济大国。 新独立的国家以及其他经济弱国在国际经济

秩序中的话语权极为弱小， 也无法通过当时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经济发展。
因此， 这些国家利用联合国大会 “一国一票” 的决策机制， 试图通过团结

政治力量来改革国际经济秩序， 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② 联合国大

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 和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 行 动 纲 领 》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 正式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正是基于国

际法的形式权威性， 第三世界国家选择了用国际法的方式去挑战当时主流的

国际经济秩序。 第三世界国家试图用平等的政治主权来改造国际经济秩序、
弥补国家之间不对等的经济权力的做法， 充分说明了国际法的形式权威性是

一国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形式保障。
第二， 国际法的形式权威性使得各国都愿意通过国际法来增强自身国际

话语权。 尽管现有的国际法律秩序是对特定历史背景中的权力关系的法律确

信， 但各国依然愿意用国际法的形式谋求扩大其权益。 这是因为， 各国普遍

认为一旦其所推崇的话语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化， 这套话语就在国际范围内

有规范效果。 也就是说， 各国都认为能够通过国际法谋求自己追求的话语系

统。 我们也观察到， 尽管国际权力斗争中充满了争议， 但是几乎所有国家都

选择用国际法的语言为自己说理。 比如， 关于伊拉克战争， 国际法律师普遍

认为美、 英等国联军未获得联合国授权入侵伊拉克的行为违反了 《联合国宪

章》， 但美国依然搬出了国际法的语言， 提出伊拉克违反了以联合国安理会

第 １４４１ 号决议为代表的一系列安理会决议， 因此美国认为其发动伊拉克战

争在国际法上具有正当性。
第三， 国际法具有通用性， 是不同立场和背景的国际法业界人士处理具

体问题的共同语言。 国际法已成为各个国家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通用渠道。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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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Ｂｅｄｊａｏｕｉ，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Ｐａｒ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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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借用语言学中的概念，① 进一步说明国际法这一话语的通用性。 《国
际法院规约》 第 ３８ 条确定的国际法渊源、 国际法的基本概念与原则就好比

句法 （ｓｙｎｔａｘ）， 掌握了这些句法， 国际行为者就能进行有意义的交流。 也

就是说， 国际法为国际交流提供了一套通用的句法。 在此基础上， 这些句法

在具体国际法律问题中有不同的具体内容， 比如 “主权平等” “主权不可侵

犯” 等国际法原则都有其在国际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所指。 再比如， 国际法律

师在判断武装集团军事冲突是否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武装冲突 （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时， 要依照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Ｗａｒ） 以及前南斯拉夫国

际刑事法庭在 “Ｔａｄｉｃ＇案”② 中的界定作出具体判断。 国际法在具体国际问题

中的具象就是国际法的语义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语用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则是具体情境

下国际行为者对国际法律规则的适用以及与之相关的权益博弈。 比如在 “南
极捕鲸案” 中， 澳大利亚将日本 ＪＡＲＰＡ ＩＩ 项目开展的捕鲸活动诉至国际法

院， 控告日本违反了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ａｌｉｎｇ）、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和 《生物多

样性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日本则是引用了 《国际捕鲸

管制公约》 中关于 “科学研究” 的条款， 认为在 ＪＡＲＰＡ ＩＩ 项目下开展的捕

鲸活动符合该条款的相关规定。③ 的确，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 没有明确界

定什么是 “科学研究”， 因此日本对 “科学研究” 作出了极为宽泛的解释，
并引用这一规则为自己辩护。

国际法是国际法律话语， 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 对于一个国家

而言， 国际法的语句、 语义和语用提供了国际交流的语言。 一个国家不仅可

以通过国际法这一话语提出自己的诉求、 作出对己有利的论辩， 而且能够通

过预测其他国家会如何运用这一话语来为自身谋求利益。 也就是说， 国际法

的通用性为国家间的有效交往提供了基础条件， 各国都可以通过国际法这一

话语谋求增强本国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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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 语义、 语用的概念在语言学、 语言哲学等专门领域都更为复杂， 甚至有研究提

出， 当下主流的语言学和法学都是 １９ 世纪末欧洲新康德主义和哲学实证主义盛行背景

下产生的规范主义系统。 对此本文不作展开。 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Ｇｏｏｄｒｉｃｈ， Ｌｅｇ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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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路径分析

在当下的国际局势中， 随着更加深入和全面地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不公

正、 不合理制度的变革， 我国处于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竞争之中。 本文将从国

际法实践和国际法学研究这两个角度， 探讨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可能

路径。
（一） 国际法实践： 关注新兴国际治理模式

国际法实践包括国际造法、 法律解释、 国际司法等多个环节。 在以往研

究中， 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环节具体分析了我国如何扩大影响力。 比如， 在国

际造法环节， 有学者集中分析了中国如何选择参与制定规则所涉的议题、 如

何起草提案、 如何在造法的形式和场所进行选择， 以及如何在造法过程中发

挥影响，① 进而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此外， 也有学者致力于分析我国在

不同国际法领域的处境， 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方法。 具体

而言， 在国际经济法领域， 我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在主

要国际经济组织投票权重的方式增强话语权；② 而在更加强调价值理念的国

际法领域， 由于国际法本身内嵌了价值偏好， 我国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例

如， 西方国家强调非政府组织等市民社会在国际法律过程中的影响， 并时常

诟病中国市民社会没有参与到社会治理中。 而实际上， 这是因为中国 “民间

力量对中国意识形态、 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发展模式以及外交方针等” 持有

普遍认同和支持的态度。③ 鉴于此， 中国可以借用西方国家关于市民社会的

话语体系， 凸显中国社会中的民间力量， 以此增强中国在侧重价值与观念的

国际法领域的话语权。
过往研究为我国如何在国际法实践中增强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有益的思

路。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未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通过拓展国际法实践的

广度和深度来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具体而言， 所谓国际法实践的广

度， 是指国际法实践的范围； 而国际法实践的深度， 是指参与国际治理的

方式。
从国际法实践广度上看， 当下有诸多新兴国际治理模式， 其中一个尤其

值得关注的治理模式是私人规制。 私人规制在不同国际治理领域日益发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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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① 以国际金融领域为例，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确立的国际金

融治理体系呈金字塔状， 塔尖是二十国集团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２０） 和金融稳定委员

会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ｏａｒｄ）， 往下是诸多标准制定组织， 再往下是将国际

金融标准转化为国内规制的各个主权国家。② 在此金字塔系统中， 诸多标准

制定组织都是私人机构。 比如， 国际掉期和衍生品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ｗａｐｓ
ａｎ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这一确立金融市场中衍生品标准合同的组织就是

一个私人机构。③ 再比如，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Ｂｏａｒｄ） 是负责制定和批准国际财务报告标准的私人机构。 这些私

人机构制定所涉专业领域的标准， 是实际的标准制定者。 除了这些私人机

构， 还有一些私人公司在国际层面拥有私人规制的权能。 比如， 起源于 ２０
世纪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在被纳入美国金融规制后， 在美国金融市场中就拥

有了规制力。 而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全球扩张， 这些私人信用评级机构在世

界范围内获得了规制的权能， 不仅在债务人发行债券时直接影响债券组成结

构， 而且能规制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
私人规制这一新兴国际治理模式提醒我们， 增强我国的国家话语权不能

局限在传统国际法领域中， 我们还需要扩大运用国际法的广度。 的确， 面对

私人规制这一新兴国际治理模式， 传统意义上通过国际造法、 法律解释和

国际司法等环节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方式显现出了局限性。 而且私人规制具

有路径依赖性， 特殊政治经济环境中诞生的私人规制者在这一领域占据了

先机。 比如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 目前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有超过

９０％的市场份额。 此外， 私人规制者有其特有的机构逻辑， 比如国际掉期

和衍生品协会就有其内部特有的决策通过程序。 因此， 要在私人规制这一

新兴国际治理模式中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就不能依赖于传统国际法实

践中的方法。 那么， 应如何在新兴国际治理模式中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呢？ 这就涉及参与国际法实践的方式， 也就是国际法实践的深度问题。
从国际法实践深度上看， 未来我国不能局限于通过传统渠道进行国家之

间的法律规范沟通， 而要拓展到由上至下， 包括国家代表、 政府部门、 企

业、 民间团体和个人等各方共同参与的立体法律规范沟通模式。 在传统国际

法实践中， 一般是由国家代表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或条约机构参与国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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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与修改， 并在这一过程中试图增强本国的国际话语权。 我国在这方面

有诸多成功尝试。 例如，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４７ 届会议

通过了我国提交的 “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 决议， 呼吁各国实现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① 然而在这一传统国际法实践之外， 我国还需要在新

兴国际治理模式中， 依照新兴模式的内在治理逻辑参与其中并增强我国的

国际话语权。 这就要求政府部门、 企业、 民间团体和个人的共同参与。 比

如， 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 由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与的国际金融

部长级会议是确立国际金融治理议题的重要机制， 类似的机制还有金融稳

定委员会。 要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 就需要在部长级层面

强化我国参与并影响国际议题设置的能力。 另一个例子是上文提到的信用

评级机构这一私人规制。 目前， 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评级市场

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而且评级结果与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也有密切关系。
这就意味着， 美国不仅能够通过国家军事和经济行为增强本国话语权， 而

且这些源自美国且在国际金融市场有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也能为美国国

际话语权的增强服务。② 这对我国的启示在于， 在现阶段我国一方面需要战

略性地运用评级结果， 另一方面需要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挑战美国三大评级机

构的主导地位。
以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为目标， 国家代表、 政府部门、 企业、 民间团

体和个人等各个层级主体不仅要共同参与到国际治理之中， 而且需要相互协

作。 仍以信用评级机构为例，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二十国集团和金

融稳定委员会曾多次试图削弱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作用。 虽然

这些尝试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依然在国际金融治

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多数国家都有意摆脱国际金融对这三大评级机构的依

赖。 基于此， 我国参与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代表可以与中国的信

用评级机构以及其他信用信息提供者一起， 为国际金融所需的信用信息提供

中国方案。 通过国家代表、 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合作， 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增强

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此外， 各个层级主体在参与国际治理时， 还需要针对具体国际治理领

域， 战略性地选择参与方式。 比如， 在产品生产领域， 主要是由国际标准化

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进行标准设定的。 参与国

际标准化组织设立标准最有效的方式是集中参与， 也就是说， 不应由国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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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产业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分散地参与国际标准的设立。① 而在国际金融领

域， 则可以鼓励企业或个人单独地提供金融产品信用信息的解决方案， 并将

这些方案推广到全球， 去争取国际市场。
综上， 随着新兴国际治理模式的兴盛， 传统国际法实践不足以在这些新

兴模式中有效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在新兴国际治理模式中， 未来我国要

按照特定领域具体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 积极参与治理实践， 以此增强我国

的国际话语权。
（二） 国际法学研究： 打破领域划分

国际法学研究也能为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提供理论支持。 国际法学研

究能解释国际法律现象、 回应具体国际法律纠纷， 并在此基础上从国际治理

议程设定和规范制定角度为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构建符合我国价值认同的国

际秩序提供理论支持。 具体而言， 在国际法学研究领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

着手助力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第一， 随着国际法外延的拓展， 包括软性标准、 有域外法律效力的国内

法等在内的法律规范都在国际法律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此传统国际法

学应将不同形式的跨国法律规制和不断变化的全球治理模式纳入研究范畴。
当前的国际法律问题错综复杂， 我们不仅要处理传统意义上国家间以及其他

具有国际法律人格主体间的法律问题， 还需要处理诸如长臂管辖、 私人规制

等国际法律问题。 只有不断拓展国际法学研究的视野， 才能为我国在处理这

些问题时提供智力支持。
其实， 已有不少西方国际法学者在理论层面进行了拓展国际法视野的论

证。 比如， 在 ２０ 世纪， 菲利普·杰赛普 （Ｐｈｉｌｉｐ Ｃ Ｊｅｓｓｕｐ） 成功地运用 “跨
国法”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的概念， 将包括政府行为和商业实践的各类跨国

法律机制纳入国际法研究范畴。 如杰赛普所言， 跨国法不仅包含了 “规制超

越国界的行为和事件的法律”， 而且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公法和国际私

法， 以及其他不能用国际公 ／私法标准区分的规则。② 与之类似地， ２１ 世纪

兴起的全球法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ｗ）、③ 国际规制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ｌａｗ）④ 以

及复兴的跨国法，⑤ 都可视为关注跨国法律问题的学者们力图拓展传统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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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域的尝试。
第二， 有必要打破国际法学内部的领域划分。 这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国际

公法、 国际经济法、 国际私法之间的划分， 而是要在国际法学研究过程中以

具体国际法律问题为导向， 而不是先入为主地从国际法律领域的既有研究思

路入手。 实际上， 在国际法学的学科发展历史中， 从来没有以领域划分进行

自我限制。 比如， 雨果·格劳秀斯 （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 提出， 从事跨境商业的

权利以及与任何国家的臣民进行贸易的权利是国家的自然权利。 基于此， 格

劳秀斯论证了公海自由原则： 主权国家的海上贸易属于其自然权利， 公海航

行与贸易应当是自由的。 格劳秀斯进一步提出， 正义是以法律的形式对国家

在贸易和战争中享有的自然权利的保障，① 这就将自由与财产权挂钩， 意味

着国家间边界的性质等同于私人财产边界的性质。② 格劳秀斯的这一论证为

荷兰海上商业霸权提供了法律支撑。
在以增强国际话语权为目标处理各个具体国际法律问题时， 国际法学研

究也应当以具体问题为导向。 例如， 在武装冲突中， 往往涉及经济制裁， 尤

其是通过国际金融规则对相关国家的制裁， 因此国际公法研究就需要将国际

金融规则纳入考察范围。 在国际法律实践中， 我们也观察到， 不同国际法领

域的规则往往同时发挥作用。 以 “ＮＭＬ 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诉阿根廷案”③

以及与之相关的 “阿根廷诉加纳案”④ 为例， ＮＭＬ 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在美

国国内法院获得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判决后， 通过加纳法院执行了美国国内法

院的判决， 并在加纳港口扣留了阿根廷舰队。 但阿根廷随之将加纳诉至国际

海洋法法庭并最终成功解除了加纳对其舰队的扣留。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权

债务纠纷最终引发了国际海洋法法庭诉讼。 虽然国际海洋法法庭没有触及主

权债务纠纷， 但这一案件集中体现了国际公法在处理国际金融问题中的

作用。
综上， 当国际法学研究拓展到传统国际法研究范围之外并打破先前国际

法内部的领域划分后， 我们可以发现， 关于增强国家话语权的研究其实可以

在诸多领域展开。 可以说， 要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国际法学研究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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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国家间法律关系， 而是要多层级、 多元地分析不同行为者在国际治理

中的角色和作用。 这样的国际法学研究才能在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为

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提供智力支持。

四、 结论

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 国际法是国际法律话

语， 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 在国际法范畴内， 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

权需要从国际法实践和国际法学研究入手， 提升运用国际法的能力， 在维护

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 挑战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以巩固国家

霸权为目的的法律秩序， 最终在国际治理中扩大我国的影响力。 在国际法实

践方面， 既要兼顾传统国际法实践领域， 又要深入参与新兴国际治理模式，
通过不同层级的协作与战略安排， 扩大我国的影响力。 在国际法学研究层

面， 只有聚焦具体法律问题、 拓展传统国际法研究视野， 才能为增强我国国

际话语权提供理论保障和智力支持。
在国际社会中， 不同国家依据其特有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认同， 可能对

国际社会秩序有不同于既有国际规则的诉求。 这些诉求会以国际话语权竞

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同时， 不同国家推崇的国际话语之间也势必存在价值

选择和利益分配上的冲突。 需要强调的是， 尽管各个国家的话语权诉求与

既存国际法律秩序之间存在张力， 但这些话语权主张与国际法律秩序并不

互斥。 恰恰相反， 各个国家的话语权主张与国际法律秩序互相依存， 甚至

可以说， 话语权竞争推动着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 这是因

为， 各个国家的话语权主张之间的互动和国际话语权竞争最终会形成国际

社会共同意志。 中国挑战不公正、 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构建符合

人类共同利益的话语主张， 终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 并推动国际社

会的和平与发展。

（责任编辑： 洪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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